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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数据要素性质和作用视角出发,提炼出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循环累积和关联渗透两个

效应。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使用2011-2017年地级市数据、省级投入产出表和微观企业数据综合测度数

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后,验证了数字经济的循环累积效应通过优化生产投入结构实现城市绿色发展,

而关联渗透效应通过扩散产业内及产业间的数字化产品应用实现城市绿色发展,并且在技术水平、产业

支撑等条件较好的地区,数字经济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效应更强。同时,该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的理论

体系,对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借力数字经济“东风”实现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的“双赢”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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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elements'
 

nature
 

and
 

role,
 

two
 

effects,
 

namely
 

cyclic
 

cumulative
 

effect
 

and
 

correlation
 

osmotic
 

penetration
 

effect,
 

has
 

been
 

extracted
 

that
 

empower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fter
 

comprehensively
 

measuring
 

the
 

level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using
 

data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rovincial
 

input-output
 

tables,
 

and
 

micro-enterprise
 

data
 

from
 

2011
 

to
 

2017,
 

it
 

verifies
 

that
 

the
 

cyclic
 

cumulativ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hieves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by
 

optimizing
 

the
 

production
 

input
 

structure.
 

In
 

contrast,
 

the
 

correlation
 

osmotic
 

penetration
 

effect
 

achieves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by
 

diffusing
 

the
 

use
 

of
 

digital
 

products
 

within
 

and
 

between
 

industries.
 

And
 

in
 

areas
 

with
 

better
 

technological
 

level
 

and
 

industrial
 

suppor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The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and
 

hold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leverage
 

the
 

"digital
 

economy"
 

to
 

achieve
  

the
 

"win-wi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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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奇迹,同时也面临突出的环境问题。当

下,十面“霾”伏、“垃圾围城”和水质退化等环境

问题正制约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这个“非此即彼”的困局亟待破解。近年

来,为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出台的国家级相关法

律就达30多部,而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系列规

章制度治理环境污染,力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

改善环境质量。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当今中国,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已成为保证自然环境与

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重要理念。与此同时,与
绿色发展相伴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下的数字经济

在中国正蓬勃发展。中国信通院在《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中发布,2022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

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
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相当于第二产

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41.5%。数字经济

的繁荣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促进消费、推动创

新以及产业升级的宏观中观效应已经得到证

实[1],正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和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

动能。
数字经济正深刻影响着新时代社会经济的

发展,在绿色发展这点上尤为明显。根据《数字

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可知,数字

经济以及数字产业本身就是低污染高附加值产

业,符合中国未来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数字经

济的繁荣与发展可以直接推动整体经济的绿色

发展。数字经济重塑了社会的生活、生产和消

费方式,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

能够不断扩大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加快了数

据要素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有机

融合,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助于促进

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

发展方式和转换发展动能的关键期,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
应是和谐共存的“多选题”。以数字要素以及数

字经济为新动能的发展模式能否破解传统发展

模式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这个“非此即彼”
“单选题”困局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

种影响机制又是什么? 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

深化理解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本质属性及其

作用,全面解析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

系,为各级政府利用数字经济构建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和谐共存局面提供新思路新证据,这
对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借力数字经济实现城市绿

色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城市绿色发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城

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城市绿色发展的影

响因素两方面。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上,
现有研究主要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代理

变量[2],也有少数学者从城市公共服务视角分

析污染排放和治理、城市绿化以及教育医疗等

方面时会采用综合指数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的提出,城市绿色发展被赋予更丰富的内

涵[3],故需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测算。关于数

字经济效应的研究,大多是围绕数字经济的渗

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等方面展开[4]。数字经

济不仅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边际成本递

减,提高供需匹配和实现生产协同,可以降低生

产供应成本[5],还通过强外部性和正反馈效应,
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6]。
也有学者关注了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许宪春等基于滴滴出行和货车帮两个案例,分
析了大数据对绿色发展的影响[7]。蔡跃洲等从

数据要素的技术-经济特征出发,分析了数据

要素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制约[8]。综上,虽
然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数字经济的绿色发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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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1],但鲜有从数据要素作用视角展开研究,也
缺乏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影响的机制分析与实

证检验,未能解构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

要素的本质属性及其关键性作用,故无法从数

据要素作用视角充分揭示数字经济的绿色发展

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为探究数字经济在城市层面的绿色发展效

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以数据要素作用为切入

点,选取了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数据、省级投入产出表和微观企业数据

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后进行回归

分析。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运用全

方位、多层次综合方法测度地级市层面的绿色

发展指数和数字经济指数,丰富了数字经济的

研究成果;二是在理论上厘清数据要素的本质

属性及其作用方式,从数据要素性质和作用的

视角,提炼出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循环累

积效应和关联渗透效应;三是实证检验了数字

经济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关联渗透效应等赋能

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及其机制,为各级政府利

用数字经济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和谐发展

的局面提供新思路,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绿色发展,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

段和途径之一,其实质是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约

束下,通过摆脱对资源使用的过度依赖,从而实

现资源与经济和社会的适度发展、能源的合理

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三者间的协调统

一[9]。这就要求绿色发展既要突出绿色清洁的

特征,又要落实在发展这一核心要义上[10]。在

工业经济时代,绿色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

点,产生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及波特假说等

经典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生产要

素已成为区别工业经济时代的最大特征[11]。
因此,本文在解构数据要素本质属性及其作用

方式基础上,将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

路径凝练为:通过数据要素实现循环累积效应

和关联渗透效应,从而揭示数字经济的绿色发

展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一)数据要素的本质属性及其作用方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增列为新

的生产要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中,将数据列为五大核心要素之一。在互联

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

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数字经济

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战场,而数据则是新的

关键生产要素,是高质量要素的典型代表[12]。
究其原因是数据要素不仅具有成为关键生产要

素的规模可得性以及低成本等一般特征,更具

备了传统生产要素不具有的即时性、非(部分)
排他性、低 成 本 复 制、外 部 性 和 竞 争 性 等 特

征[12]。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并没有解释数据要

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二者为何具有相同以及不同

特性。故有必要从数据生产要素的本质属性出

发,系统揭示数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二

者特性差异的内在原因,从而厘清数字经济下

数据要素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机制。
  

在数字经济分析框架中,数据作为新的生

产要素,被定义为被计算机存储的二进制字符

串,是被描述了的部分信息及其载体,而这被描

述了的部分信息是数据要素的主要内容[12]。
在数字经济语义下,数据在概念上与信息同义,
而信息是对象的具体事实可表征的内容[13]。
这就意味着数据要素是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从各

类生产要素中抽象和剥离出来的,即数字技术

是提取数据要素的手段,数字技术通过数据要

素发挥价值。而从生产要素中提取数字要素并

进行处理、加工、存储这一过程的宏观表现就是

数字产业化过程。一方面,由于数据要素源于

各类生产要素,所以数据要素具有物的属性,具
有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一般特征。比如,各种

传感器、路由器、交换机、计算机等作为制造出

来的数据实物商品,是用于采集、处理、存储的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设备,具有规模可得性以及低成本等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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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生产要素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数据要

素的内容,是被抽象出来的信息,是对某类生产

要素的高度凝练和升华,是数据生产要素中最

有价值、最先进、最有活力的部分,所以具有超

越传统生产要素的本质特征。以ICT设备为

例,从各类传感器中实时采集有用信息,使用路

由器、交换机将采集到的信息传输到计算机上

进行处理,从生产投入看是各种ICT设备,而
从生产作用看是ICT设备采集、处理的各种信

息。因此,数据要素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其内

容信息部分。而内容信息决定了数据要素具有

传统生产要素所不具有的即时性、非(部分)排
他性、低成本复制、外部性和竞争性等特征,并
且信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以及其效用的发挥必

须依赖于其他要素[14]。这说明数据要素具备

了传统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强渗透效应。与知

识、技术相同,信息投入生产必须依附于其他生

产资料,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成为数字

经济变革的起点。在数字经济中的传统劳动资

料,能够被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使用,这一过程

的宏观表现就是产业数字化。
(二)

 

数字经济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其作用

机制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

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

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

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基于数据要

素的本质属性及其作用方式,本文认为数字经

济可以通过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关联渗

透效应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1.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

数据要素作为知识信息密集型生产要素,
其本身就是高质量的要素[12]。在数字经济时

代,数字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数据要素不断投

入生产生活的过程。随着数据要素持续增加投

入到城市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改善了城市

要素投入结构,促进了城市要素投入质量的不

断提升,实现了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为城

市绿色发展提供了高质量动能。数据要素循环

累积效应的实现主要通过数据要素替代效应和

渗透效应的共同作用。一是发挥数据要素的替

代效应。数据要素的非(部分)排他性和低成本

复制降低了数据要素的使用成本,可以用低成

本、低污染的数字要素投入去替代高成本、高污

染的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升数据要素的

投入比重,降低其他要素的相对投入,其中就包

括降低污染中间品的投入,进而促进城市要素

投入质量的提升,实现数据要素在城市绿色发

展中的替代效应。摩尔定律使得数字化、智能

化的产品价格快速下降,带动数据要素不断嵌

入企业生产,从而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实现投入

结构的持续优化。二是发挥数据要素的渗透效

应。数据要素的信息部分投入到城市的生产、
流通、消费等环节时,必须依附于其他生产资

料,而数据要素作为知识信息密集型生产要素,
与传统生产资料结合后,通过赋予传统生产要

素数字化属性,可形成能够投入生产、流通、消
费等环节的数字化新要素。通过赋予传统生产

要素数字化属性,可进一步扩大数字化要素投

入比重,从而提升数据要素投入比重,降低污染

中间品的投入,促进要素投入质量的提升,进而

实现数据要素在城市绿色发展中的溢出效应。
实际上,相比于传统实物要素,数据要素以及数

据要素改造后的传统要素更具清洁性,污染排

放和能源消耗更少[15]。也就是说,数据要素投

入生产的规模不断提升,也推动了企业的绿色

生产[16]。总之,在数据要素替代效应和渗透效

应的共同作用下,“数据要素投入→经济绩效提

升→增加数据要素投入”[17]的良性循环得以持

续强化,纵向深化的数据要素投入循环累积效

应得以实现,进而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基于此,提出假说 H1:数字经济通过数据

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实现城市绿色发展。

2.数据要素的关联渗透效应

数据要素的关联渗透效应主要源于数据要

素信息部分的特性。一方面,数据要素的渗透

效应会在企业间以及行业间实现[13]。这一能

效源于数据要素内容信息部分所具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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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数据要素的内容信息部分具有强大的溢出

效应。非(部分)排他性和低成本复制降低了数

据信息的使用门槛,能够实现不同主体间的数

据共享[14]。而这种数据共享通过网络效应产

生网络外部性,形成横向拓展的“数据要素投

入→经济绩效提升→示范效应捕捉→增加数据

要素投入”的良性循环[17]。另一方面,随着产

业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对数据要素和

数字技术的需求在不断提升,也会推动数字产

业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数据要素的

不断应用和渗透,其非(部分)排他性和低成本

复制不断发挥作用,降低了信息流动、交流和交

易的成本,推动了企业内部以及企业间的信息

交流与合作,通过数据协同合作优化资源要素

的整合与配置,实现生产、运营效率的有效提

升,即现有研究中所指的数字经济的协同效应。
由于信息流动、交流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通

过数字化生产提升生产、运营效率的信息被其

他企业所捕获,推动数据要素的应用和渗透在

不同企业间不断扩展,从而实现“渗透→协同→
再渗透”的良性循环。而数据要素以及经数据

要素改造后的传统要素相比于传统实物要素更

具备清洁性,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更少[15]。因

此,投入生产的数据要素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

企业的绿色生产[16]。
基于此,提出假说 H2:数字经济通过数据

要素的关联渗透效应实现城市绿色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绿色发展水平

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发展水平。绿色发展的

内涵是在发展基础上实现能源资源的合理利

用、社会经济的适宜性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1]。其中,绿色发展特别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实质上是要协调好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之间的关系,实现以可持续为基础的效

率与协调这个双赢目标[3],使经济社会发展与

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同步[10]。根据上述内涵,
选用绿色发展指数(greendq)这个综合指标衡

量城市层面的绿色发展水平,具体指标体系如

表1所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1中关于人均绿色

GDP和夜间灯光亮度均值的计算。其中,人均

绿色GDP的计算参考了王金南等的做法[18],
人均绿色GDP等于名义

 

GDP
 

减去资源耗减价

值和环境污染价值之差除以人口总数,资源耗

减价值使用实际工业总产值作为代理变量[19],
环境污染价值为单位排放量的“三废”损失价值

与“三废”排放量的乘积。夜间灯光亮度均值的

计算,参考了Chen等的做法[20],将 DMSP和

VIIRS夜间灯光数据衔接起来进行矫正,最终

得到连续一致的夜间灯光亮度均值。
  

计算绿色发展指数综合得分选用主成分分

析法。本文选取2011-2017年我国285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主要源于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

年鉴》。其中,制造业清洁化和制造业低碳化数

据源于2011-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地级市单位产值能耗使用省级能源消费量数

据,夜间灯光数据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以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计算

TFP和绿色TFP指数使用的资本存量,则借鉴

了余泳泽等的做法[2],使用永续盘存法。关于

计算绿色TFP指数中使用的资本、劳动和能源

数据,资本、劳动数据与TFP相同,能源投入数

据为用电量替代,期望产出数据为 GDP,非期

望产出数据用废水、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烟

(粉)尘排放量指标替代,数据的计算方法参考

了杨万平等的做法[21]。PM2.5来自哥伦比亚

大学社会经 济 数 据 和 应 用 中 心 公 布 的 全 球

PM2.5浓度均值栅格数据。参考了Chen等的

做法[20],采用粒子群优化-反向传播(PSO-BP)
算法计算得到地级市层面的碳排放数据,再除

以城市常住人口数后得到人均碳排放(吨/人)。
污水厂处罚和后续环境违规企业处罚数据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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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测算绿色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产业结构绿色化

城市整体产业结构

产业内部结构

服务化转型 +

产业结构合理化 +

服务业结构升级(%) +

制造业清洁化(%) +

制造业低碳化(%) +

绿色生产效率

能源效率

水资源利用效率

生产效率

单位产值能耗 -

单位GDP的水耗(吨/万元) -

城市TFP +

绿色TFP指数 +

绿色技术水平

绿色技术效率

绿色技术进步

绿色技术禀赋

专利成果绿色化

绿色技术效率 +

绿色技术进步 +

人均累积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件/万人) +

当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总专利授权量比重(%) +

当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发明专利授权量比重(%) +

城市绿色化

城市生活绿色化

城市建设绿化水平

人均生活垃圾处理量(吨/万人) +

人均生活废水处理量(吨/万人) +

绿化覆盖率(%) +

人均绿地面积(公顷/万人) +

污染排放水平

工业污染排放水平

碳污染排放水平

空气质量水平

单位GDP工业粉尘(吨/万元) -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吨/万元) -
单位GDP的SO2 排放量(吨/万元) -

人均碳排放(吨/人) -

PM2.5 -

环境治理水平

工业污染治理水平

生活污染治理水平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二氧化硫去除率(%) +

工业粉尘去除率(%) +

污水厂处罚率(%) +

生活污水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绿色发展水平
绿色产出水平 人均绿色GDP(万元) +

整体发展水平 夜间灯光亮度均值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另外,部分指标数据存在

缺失值,本文利用该缺失值前后两年数据的均

值代替。

2.数字经济

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选用数字经济指数

(Dig)测度。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

度构建指标体系去测算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

数,如表2所示。

表2中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测算,通过

爬取上市公司年报得到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

度,再使用营业收入比重作为权数计算得到。

当年是否为智慧城市试点源于各级政府网站的

公开文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源于北京大学数

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的公开数据。数字

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关数据是在《数字经济及其

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分类基础上,使用

2011-2015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得到,20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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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缺失数据是通过移动平均计算得到。地级

市层面的加权工业机器人渗透率计算,参考

了王永钦等的做法[22],使用IFR工业机器人和

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经过三步得到:第一步,
使用公式(1)计算行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

率;第二步,使用公式(2)计算企业层面的工业

机器人渗透率;第三步,按照就业份额加总得到

地级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率。具体计算

如下:

PHCH
it =MRCH

it/LCH
i,t=2010 (1)

CHFjit=(MRCH
it/LCH

it,2010)×(PWPjit=2011/

MPWPt=2011) (2)
其中,PRCH

it 表示中国i行业t年的工业机

器人渗透率,MRCH
it 表示中国i行业t年的工业

机器人存量,LCH
i,t=2010 表示中国i行业2010年

(基期)的就业人数;CHFjit 表示i行业j企业t
年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率,PWPjit=2011/MPW-
Pt=2011 表示制造业中i行业j企业

 

2011年(基
期)生产部门员工数与i行业中所有企业

 

2011
年生产部门员工中位数的比值。

表2 测算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测算方法 指标属性

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

网络建设

国际网络参与

智慧基础设施

互联网使用率 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

移动电话使用率 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 +

国际互联网使用率 百人中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

智慧城市建设 当年是否为智慧城市试点 +

数字产业化

数字制造业

发展水平

数字服务业

发展水平

数字制造业规模

数字制造业效率

数字制造业专业化

数字制造业影响力

计算机软件产业发展水平

电信业发展水平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限额以上数字制造业份额 +

限额以上数字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

数字制造业上游度 +

加权数字制造业影响力系数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 +

加权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上游度 +

加权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影响力系数 +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

电信业务总量占GDP比重 +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渗透
数字制造业渗透

数字服务业渗透

加权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

加权数字制造业感应度系数 +

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 +

加权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感应度系数 +

  加权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感应度系数、影响

力系数、上游度的计算较为繁琐,①需要经过四

步:第一步,将工业企业数据库行业代码转换为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后,再分

别计 算《数 字 经 济 及 其 核 心 产 业 统 计 分 类

(2021)》中各个四位数代码行业占其所在二位数

代码行业的份额。第二步,将30个省份(去除西

藏、香港、澳门、台湾)2011和2017年的42部门

投入产出比表按照第一步计算的份额进行拆分,
得到包含数字制造业的新投入产出表。第三步,

分别计算数字制造业以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感应度系数和

影响力系数。第四步,参考韩峰等的做法[23],使
用从业人员作为地级市层面的投入,再运用新投

入产出表反推各行业产出,同时参考张陈宇等的

做法[24],分别计算数字制造业上游度和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上游度。另外,还参考赵涛等[25]

的做法计算数字经济指数。

3.控制变量与机制变量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X)选取了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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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den)、财政自主权(Fd,预算收入与预算

支出之比)、经济发展水平(Agdp,平减至2011
年的实际人均 GDP的对数)、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存贷款余额之和比GDP)、外商投资

(Fdi,调整后的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GDP

之比)、基础设施(Road,人均道路面积,平方公

里/万人)、人力资本(Scedu,在校大学生人数

与人口总数之比,千人/万人)、环境规制(Reg-
ulation,违规企业处罚数与工业企业数之比)。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发展指数(greendp) 1
 

995 8.85e-10 1.916
 

0 -3.246
 

8 18.240
 

1

数字经济指数(Dig) 1
 

995 0.020
 

6 1.853
 

1 -2.345
 

2 17.321
 

5

人口密度(Popden) 1
 

995 0.043
 

9 0.037
 

7 0.000
 

5 0.778
 

7

财政自主权(Fd) 1
 

995 0.478
 

8 0.225
 

1 0.073
 

8 1.541
 

3

经济发展水平(Agdp) 1
 

995 9.321
 

8 0.539
 

3 7.910
 

7 11.842
 

4

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 1
 

995 2.297
 

3 1.108
 

1 0.587
 

9 12.566
 

5

外商投资(Fdi) 1
 

995 0.002
 

7 0.002
 

8 0.000
 

0 0.029
 

4

基础设施(Road) 1
 

995 4.868
 

2 6.134
 

3 0.181
 

2 73.042
 

4

人力资本(Scedu) 1
 

995 0.183
 

3 0.242
 

7 0.000
 

0 1.311
 

2

环境规制(Regulation) 1
 

995 0.444
 

2 1.527
 

6 0.000
 

0 50.632
 

0

  (二)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的绿色发展效应,构建

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greendqit=αdigitit+β∑Xit+γi+ηt+εit

(3)
其中,下标i表示城市,下标t表示时间;

greendq表示绿色发展指数,digit表示数字经

济指数,X 表示控制变量集,γi 表示城市固定

效应,ηi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 表示误差项。

αit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

  四、数字经济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4报告了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效应的估计

结果。列(1)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
(2)是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3)是进一

步控制时间趋势项的估计结果;列(4)是进一步

控制时间趋势项和时间趋势项高次方的估计结

果;列(5)是将标准误聚类到更为严格的省份和

年份维度的估计结果;列(6)是控制省份-年份

联合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表4列(1)-(6)检
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指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为正,表明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

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绿色发展效应。
(二)

 

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指标与剔除异质性样本的稳健

性检验

本文分别替换三个变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

验。其一,在主成分分析中,使用城市清洁(低
碳)制造产业前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对缺失数据

进行插补,得到新的清洁制造业占比数据,重新

计算绿色发展指数,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
示。其二,为克服缺失值补充方法选择上的问

题,城市绿色发展指数只测算到2015年,重新

回归结果如表5列(2)所示。其三,参考赵涛

等[25]的做法,重新对数字经济指数进行测算,
回归结果如表5列(3)所示。剔除异质性样本

方面,一是考虑到城市绿色发展受其产业结构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并参考余泳泽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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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6],剔除历年环境保护报告中环境较好的12
个城市,②重新回归结果如表5列(4)所示;二
是剔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样本,重
新回归结果如表5列(5)所示。不管是替换变

量指标还是剔除异质性样本,解释变量的估计

参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说明基准回

归结果较为稳健。

2.控制城市特征随时间变化

考虑到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还受到其地理位

置的影响,如北方城市冬季需要取暖等。因此,

为控制城市特征随时间变化的影响,一是考察

控制因素在年份上的影响差异,通过加入控制

变量与年份哑变量的交互项,从而给予不同年

份控制变量不同斜率;二是考察地理位置特征

的影响差异,在模型中引入经度乘以城市时间

趋势项、纬度乘以城市时间趋势项以及到海岸

线的距离乘以城市时间趋势项和北方城市哑变

量乘以城市时间趋势项。考虑城市特征随时间

变化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列(6)所示,再次

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绿色发展指数

(1) (2) (3) (4) (5) (6)

数字经济指数
0.069

 

8** 0.065
 

6** 0.064
 

0** 0.056
 

8** 0.065
 

6** 0.059
 

1**

(0.028
 

6) (0.028
 

0) (0.027
 

8) (0.027
 

3) (0.026
 

2) (0.030
 

0)

人口密度
-0.229

 

7 -0.176
 

2 0.169
 

2 -0.229
 

7 -8.251
 

7**

(0.371
 

3) (0.373
 

2) (0.383
 

2) (0.413
 

6) (3.353
 

4)

财政自主权
-0.293

 

4 -0.233
 

3 -0.126
 

0 -0.293
 

4 -0.389
 

7

(0.231
 

1) (0.212
 

3) (0.202
 

9) (0.368
 

7) (0.263
 

9)

经济发展水平
0.156

 

7 0.139
 

4 0.062
 

8 0.156
 

7 0.087
 

3

(0.139
 

7) (0.143
 

3) (0.143
 

1) (0.169
 

3) (0.190
 

7)

金融发展水平
0.107

 

3*** 0.106
 

5*** 0.076
 

8** 0.107
 

3 0.041
 

5

(0.041
 

0) (0.040
 

6) (0.036
 

7) (0.059
 

6) (0.050
 

6)

外商投资
9.728

 

3* 9.628
 

8* 9.182
 

6 9.728
 

3 14.875
 

2*

(5.568
 

3) (5.615
 

9) (5.655
 

6) (8.224
 

9) (7.947
 

5)

基础设施
0.013

 

3** 0.013
 

4** 0.012
 

3* 0.013
 

3* 0.017
 

6**

(0.006
 

7) (0.006
 

6) (0.006
 

7) (0.006
 

4) (0.007
 

3)

人力资本
0.606

 

9** 0.637
 

0** 0.465
 

8 0.606
 

9 -0.026
 

8

(0.271
 

4) (0.272
 

2) (0.291
 

8) (0.444
 

8) (0.352
 

3)

环境规制
0.005

 

5 0.005
 

1 0.003
 

6 0.005
 

5 0.004
 

4

(0.005
 

3) (0.005
 

2) (0.005
 

1) (0.005
 

1) (0.005
 

7)

常数项
-0.000

 

2 1.158
 

6 24.752
 

2 299.086
 

5*** 1.158
 

6 -0.570
 

6

(0.009
 

3) (1.256
 

2) (24.751
 

2) (70.419
 

8) (1.683
 

4) (1.712
 

8)

时间趋势项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时间趋势项高次方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份-年份”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95 1
 

995 1
 

995 1
 

995 1
 

995 1
 

960

R2 0.956 0.957 0.957 0.958 0.957 0.957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47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8卷



表5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指标、剔除异质性样本以及控制城市特征随时间变化

变量

绿色发展指数

改变清洁制

造业占比缺

值测算方法

只测算到

2015年的绿

色发展指数

借鉴赵涛等的

方法测算数

字经济指数

剔除12个环

境友好城市

剔除直辖市以

及省会城市和

副省级城市

控制城市特征

随时间变化

(1) (2) (3) (4) (5) (6)

数字经济指数 0.050
 

8** 0.061
 

3** 0.111
 

8*** 0.064
 

1** 0.072
 

0** 0.103
 

5***

(0.024
 

4) (0.029
 

1) (0.026
 

6) (0.027
 

1) (0.034
 

8) (0.028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79 1
 

414 1
 

979 1
 

895 1
 

741 1
 

979

R2 0.964 0.975 0.954 0.955 0.913 0.960

  3.排除政策干扰

选用低碳城市试点、碳排放交易权试点、环
境信息公开和重点环保城市四个政策进行排他

性检验。考虑到样本期为2011-2017年,而低

碳城市试点开始于样本期后,故选取低碳城市

试点作为哑变量,以期排除低碳城市建设政策

的干扰,检验结果如表6列(1)所示。碳排放交

易权试点开始于2011年,且主要以省份为单位

开始实施。为排除碳排放交易权政策的干扰,
一是剔除实施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样本后重新进

行回归,结果如表6列(2)所示;二是通过引入碳

排放交易权试点哑变量与数字经济指数交互项

来控制试点与非试点间的系统性差异,结果如表

6列(3)所示。环保重点城市和城市环境信息公

开均早于样本期(开始于2008年),为排除政策

干扰,剔除实施这两类政策的样本。需要说明的

是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大部分城市是从2008年

开始,也有部分城市从2013年开始。为此,一是

通过引入变量环境信息公开来控制环境信息公

开政策的影响,结果如表6列(4)所示;二是直接

剔除样本期内环境信息公开城市,结果如表6列

(5)所示。剔除环保重点城市的回归结果如表6
列(6)所示。表6的估计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排除政策干扰

变量

绿色发展指数

低碳城市试点 碳排放交易权试点 环境信息公开 环保重点城市

(1) (2) (3) (4) (5) (6)

数字经济指数
0.063

 

6** 0.076
 

1** 0.062
 

3** 0.064
 

4** 0.072
 

4* 0.127
 

9***

(0.026
 

3) (0.031
 

9) (0.031
 

6) (0.026
 

3) (0.038
 

2) (0.039
 

2)

数字经济指数×

低碳城市试点 0.031
 

4

(0.055
 

9)

数字经济指数×碳

排放交易权试点

0.038
 

9

(0.060
 

2)

环境信息公开
-0.074

 

5

(0.131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79 1
 

727 1
 

950 1
 

979 1
 

167 1
 

202

R2 0.957 0.932 0.957 0.957 0.927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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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内生性分析

为排除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从历史数

据和信息知识外溢两个方面寻找工具变量。一

是考虑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参考赵

涛等的做法[25],从历史数据角度,选取了1984年

各城市每百万人年末邮电局数作为数字经济指

数的工具变量。二是从信息知识外溢视角,参
考张勋等的做法[27],使用到北京、杭州和深圳

三大核心城市的平均球面距离作为数字经济指

数的工具变量。由于这两个工具变量都是截面

数据,参考余泳泽等的做法[26],使用工具变量

与未来两年全国数字经济指数的均值去构造面

板数据。表7报告了内生性分析结果,结果表

明工具变量选择合理,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回

归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这进一步印证了

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7 内生性分析

数字经济指数 绿色发展指数 数字经济指数 绿色发展指数 数字经济指数 绿色发展指数 数字经济指数 绿色发展指数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5) (6) (7) (8)

数字经济指数
0.250

 

8***

(0.066
 

2)
0.229

 

9***

(0.068
 

5)
0.238

 

1***

(0.078
 

4)
0.293

 

0***

(0.082
 

2)

IV:平均球

面距离

0.257
 

3***

(0.014
 

4)
0.248

 

3***

(0.014
 

4)

IV:1984年每百万

人年末邮电局数

0.023
 

6***

(0.001
 

6)
0.023

 

2***

(0.001
 

6)

观测值 1
 

979 1
 

979 1
 

979 1
 

979 1
 

979 1
 

979 1
 

979 1
 

979

R2 0.659
 

7 0.953
 

1 0.660
 

9 0.945
 

4

LM 检验
269.116

 

0***

(0.000
 

0)
252.974

 

0***

(0.000
 

0)
191.479

 

0***

(0.000
 

0)
179.021

 

0***

(0.000
 

0)

F 检验 318.552
 

0 294.693
 

0 214.958
 

0 198.378
 

0

内生性检验
9.120

 

0***

(0.002
 

5)
6.918

 

0***

(0.008
 

5)
5.324

 

0**

(0.021
 

0)
8.924

 

0***

(0.002
 

8)

  五、机制检验
  

为检 验 本 文 机 制,借 鉴 余 泳 泽 等 的 思

路[26],构建了如下模型:

Mit=σdigitit+β∑Xit+γi+ηt+εit (4)

greendqit=σdigitit+γMit+β∑Xit+γi+

ηt+εit (5)
其中,M 表示机制变量,其余变量与公式

(3)相同。σ和γ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
(一)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
  

本部分将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直接使用量近

似替代数据要素的直接使用,使用数字产品和

服务的间接使用量作为数据要素渗透效应。第

一步,在将工企库行业代码转换为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7)后,再分别计算《数
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各个

四位数代码行业占其所在二位数代码行业的份

额。第二步,将30个省份(去除西藏、香港、澳
门、台湾)2012和2017年的42部门投入产出

表按照第一步计算的份额进行拆分,得到包含

数字制造业的新投入产出表,并将拆分出来的

数字制造业以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合并成为

数字行业。第三步,将得到的新投入产出表按

照《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行业进行合并,得到

包含数字经济部门的新投入产出表。第四步,
分别计算各省份数字行业的2012年和2017年

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参考张陈宇

等[24]的做法得到2011-2017年各省份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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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第五步,
参考韩峰等[23]的做法,使用从业人员作为地级

市层面的各行业投入,总就业为地级市层面总

投入,同时使用新投入产出表反推各行业的产

出得到城市-行业维度的产出。第六步,使用

各省份数字经济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

数与第五步计算城市-行业维度的产出相乘得

到各城市每年对数字经济的直接消耗量和完全

消耗量。第七步,计算直接消耗率和完全消耗

率。将数字经济的直接消耗量和完全消耗量除

以地级市的从业人员作为数据要素直接替代效

应的代理变量。第八步,计算渗透消耗率。将

数字经济的完全消耗系数减去直接消耗系数得

到渗透消耗系数,再用渗透消耗系数得到渗透

消耗率。
本文主要从数字产品投入量和数字产品投

入增长率两方面考察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

应。一方面,从数字产品投入量展开研究。如

果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假说成立,那么期

初数字产品投入多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后会

投入更多的数字产品。以2011年数字产品投

入全国平均水平为分界点,将样本分为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高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两组,估
计结果如表8列(1)-(2)所示,结果表明期初

数字产品投入多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后会投

入更多的数字产品,说明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

效应存在。为克服分样本偏误问题,模型中引

入是否高于2011年数字产品投入全国平均水

平与数字经济指数的交互项,结果如表8列(3)
所示,结果同样表明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

的存在。另一方面,从数字产品投入增长率出

发,借鉴收敛的分析方法,考察前一年数字产品

投入量对下一年数字产品投入增长率的影响。
由表8列(4)-(5)结果可知,城市前一年数字

产品投入量增加,那么该城市下一年数字产品

投入增长率也增加,且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城市数字产品投入增长率也越大,说明数

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假说成立。表8列(6)-
(7)分别检验了数字产品投入量、数字经济指数

对绿色发展指数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

增加数字产品投入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即循环

累积效应假说成立。

表8 数据要素的循环累积效应

变量
数字产品投入量

(1) (2) (3)

数字产品投入增长率

(4) (5)

绿色发展指数

(6) (7)

数字经济指数
0.108

 

6*** 0.016
 

2* 0.504
 

7*** 0.013
 

0* 0.063
 

1**

(0.016
 

0) (0.081
 

0) (0.036
 

4) (0.007
 

8) (0.026
 

5)

数字经济指数×高于2011年

数字产品投入全国平均水平

0.814
 

9***

(0.036
 

9)

L.数字产品投入量 0.067
 

9***

(0.013
 

4)

数字产品投入量 0.079
 

3*** 0.075
 

1***

(0.018
 

9) (0.018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30 1
 

365 1
 

995 1
 

710 1
 

710 1
 

995 1
 

995

R2 0.847 0.741 0.855 0.593 0.586 0.954 0.955

  (二)数字要素的关联渗透效应

本文使用城市非数字行业数字产品直接

消耗系数,分别按照产出份额和平均法计算

得到城市层面的加权关联渗透和平均关联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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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进而检验数据要素的关联渗透效应。表9
列(1)和列(2)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指数的估

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确实促进

了数字产品在行业间的使用,即数据要素的关

联渗透效应假说成立。表9列(3)-(5)报告了

数据要素投入增加的关联渗透效应检验结果,
数字经济指数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数

字经济发展增加了数据要素的使用,实现了数

据要素投入不断深化。表10检验了数据要素

关联渗透效应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数字经济指

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综合分析表9和表

10结果后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的关联

渗透效应,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就是说,
相比于传统实物要素,数据要素以及数据要素

改造后的传统要素更具清洁性,污染排放和

能源消耗更少[15]。因此,生产中数据要素投入

规模的不断提升,推动了企业和城市的绿色

发展[16]。

表9 数据要素的关联渗透效应

变量
加权关联渗透 平均关联渗透 直接消耗率 完全消耗率 渗透消耗率

(1) (2) (3) (4) (5)

数字经济指数
0.251

 

9** 0.157
 

3** 0.012
 

0** 0.057
 

1* 0.044
 

9*

(0.126
 

8) (0.069
 

4) (0.005
 

6) (0.034
 

3) (0.026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95 1
 

995 1
 

995 1
 

995 1
 

995

R2 0.632 0.703 0.830 0.813 0.821

表10 数据要素关联渗透效应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变量
绿色发展指数

(1) (2) (3) (4)

数字经济指数 0.056
 

7*** 0.052
 

5***

(0.012
 

6) (0.002
 

7)

加权关联渗透
0.035

 

1*** 0.033
 

0***

(0.009
 

3) (0.009
 

3)

平均关联渗透
0.002

 

4*** 0.001
 

4***

(0.000
 

1) (0.000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95 1
 

995 1
 

995 1
 

995

R2 0.955 0.955 0.954 0.955

  六、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异质

性:一是以秦岭淮河为界,将样本分为南方城市

和北方城市;二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
将样本分为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三是按照

国家统计局对城市等级的划分标准,将样本分

为二线以上城市和二线及以下城市;四是按照

2011年(期初)全国各城市第二产业比重的平

均值,将样本分为第二产业比重高城市和第二

产业比重低城市;五是按照2011年(期初)全国

各城市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平均值,将样本分

为绿色技术水平高城市和绿色技术水平低城

市。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结果表明,
南方城市、东部城市、二线以上城市、第二产业

比重低城市和绿色技术水平高城市的数字经济

发展能更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由此可

见,在技术水平高、产业支撑条件好的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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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能够带来更好的绿色发展效果。综

合表11的回归结果后发现,数字经济推动城市

绿色发展的效果还需依托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

情况。

表11 异质性分析

变量

绿色发展指数

北方城市 南方城市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二线以上城市

(1) (2) (3) (4) (5)

数字经济指数
0.086

 

7* 0.094
 

6*** 0.136
 

8*** 0.078
 

0* 0.130
 

5***

(0.051
 

9) (0.027
 

1) (0.028
 

2) (0.046
 

1) (0.033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17 1
 

078 707 1
 

288 343

R2 0.914 0.978 0.980 0.887 0.971

变量
 

绿色发展指数

二线及以

下城市

第二产业比

重高城市

第二产业比

重低城市

绿色技术水

平高城市

绿色技术水平

低城市

(6) (7) (8) (9) (10)

数字经济指数
0.097

 

6** 0.078
 

0* 0.099
 

8*** 0.120
 

2*** 0.115
 

1***

(0.037
 

9) (0.044
 

5) (0.032
 

9) (0.029
 

3) (0.042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652 1
 

057 938 392 1
 

603

R2 0.871 0.910 0.975 0.985 0.868

          注:所有估计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其余同表4。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本质属性及

其作用为切入点,使用2011-2017年中国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2011-2015年

工业企业数据库和IFR工业机器人数据等,利
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产业结构绿色化、绿色生产

效率、绿色技术水平、城市绿色化、污染排放水

平、环境治理水平、绿色发展水平七个维度测算

城市层面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而研究了数字经

济在城市层面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城市

绿色发展;(2)在考虑替换核心变量测度、剔除

异质性样本、控制城市特征随时间变化、排除政

策干扰和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3)
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和

关联渗透效应实现了城市的绿色发展;(4)异质

性分析表明,在技术水平、产业支撑等条件较好

的地区,数字经济推动绿色发展的效应更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研究启示是:在数字

经济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和完成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动能的现实背景下,一方面

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制定数字经济驱

动绿色发展的配套政策。结合低碳、清洁产业

发展的特点,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完善制度供

给,优化绿色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积极释放数

字技术的动能。另一方面,加快数字经济与传

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制造业通过提质

增效完成转型升级,释放数字经济的生态红利。
推动传统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转型是提高企

业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实现绿色发展的重

要途径。依托大数据,建立生产、销售和消费等

全流程的数据化分析体系,实现全产业链条的

智能化生产,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
 

[注释]
 

① 由于缺乏全国层面的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故这里用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代替数字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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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剔除的城市包括惠州、丽水、珠海、台州、福州、厦门、贵

阳、深圳、中山、烟台、昆明和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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